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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韦语祺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本文构建数字技术影响是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 Probit模型

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失地农民子女的受教育质量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失地家庭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会在灵活就业方面影响子女的受教育质量。本研究的结论对改善失地家庭子女教育现

状、防止代际返贫以及提高农村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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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

土地被征收，这样就会产生失地农民。“十四五”规划《纲要》

中提到，预计在 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可达 65%以上，在

“十四五”期间每年平均提高 0.8个百分点左右。2022年，中

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达到 65.22%，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提高会使

得失地农民人数陡增，从 CHFS的数据来看，其作为样本选取

的地区每年征地约 100次，失地农民人数从 2008年到 2014年

增加了 6700万人，到 2018年又增加了 5500万，失地农民人

数已经到了 1.67亿人（李琴，罗序亮，张同龙，2023）。失

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会使得农民的生存方式以及生活习惯产生

一定的变化，乃至于对下一代产生影响。失地农民无法利用土

地耕种，经济状况受到冲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是必然的（肖云，2010），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或是经济状况的

限制，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于是出现了留守儿童问题。目前

中国人口结构正在迅速变化（朱巧玲，王逸雯，胡姜，2023），

未来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下一代的身上，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积

累能够更好地培养下一代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成为中国未

来发展的中流砥柱，所以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值得重视。

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向乡村延伸（郭露，王峰，曾素佳，

2023），为乡村振新注入了新的活力，直播带货、智慧农业改

善了许多农民的生活质量，现有研究从城市规模（李梦，周云

波，王梓印，2023）、农业数字化（彭傲天，杨群，张良悦，

2023）、空间溢出等视角对数字技术对农民的影响进行了说明，

但是同时也应当关注到失地农民这一群体，他们因为失去了土

地这一载体，无法进行第一产业的生产工作，即数字技术带来

的一部分福利对其收入等方面没有影响。本文尝试研究数字技

术发展对于失地农民在非农业就业方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

究数字技术发展对于失地农民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问

题。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学校与社会的教化作用固然重要，

但是父母也是子女教育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失地农民离开

乡村务工，子女极易成为留守儿童。若是父母在子女年幼时外

出务工，会滞后其子女在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能力这

几方面的发展，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对子女婴幼儿时期发展的

负面影响更大，而且对于婴幼儿早期发展并没有产生正向的收

入效应，还会对父母离开期间照养子女的人产生不利影响，这

些对于失地农民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起到了负面作用。

截至 2022年 6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8.8%，随着

乡村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农业的快速起步、乡村

数字技术新业态以及新模式不断涌现、乡村数字化治理效果不

断优化、乡村网络文化多样发展、扎实推进的数字惠民服务、

绿色乡村的良好建设、数字乡村发展制度持续优化，数字技术

的发展给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失地农民离家务工将

子女留在家中产生了留守儿童问题，数字技术时代下提供的岗

位机会将使得失地农民有机会在当地就业或者使其工作的灵

活性提高，例如依托美丽乡村的发展，开办民宿或者农家乐等

业务，或是在当地以网约车司机作为职业；抑或虽然工作不在

当地，但是利用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实现远程工作，使得失地

农民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些非

农业或是灵活的就业形式让失地农民能够有更多地时间照顾

子女，不让子女成为留守儿童，从而对子女的成长教育产生帮

助，进而促进其子女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

失地农民，所以在数字技术带来的乡村变化中，本文将关注点

着眼于不以土地为载体的就业机会，并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帮助失地农民在当地就业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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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失地农民的工作灵活性增加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时间，从而

正向影响失地农民的子女教育，使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

3 研究设计

3.1关键变量

本文相关变量的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结合先前

关于失地农民子女相关研究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的现状，为了检

验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情况的作用机制，本

文选取灵活就业程度作为机制检验的中间变量。本研究认为灵

活就业程度是相较于原先农民进城务工的情况而言，如果在数

字技术时代下，其工作地点就在当地，降低了其子女成为留守

儿童的风险，则视为受到了灵活就业的影响，该指标可以通过

“工作地点”这一题项反映出来。

3.2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源自如下两方面。其一为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基于数据匹配的可行性与可获取性考量，本

研究选取该调查于 2018 年与 2020 年发布的微观数据作为基

础，从中提取与研究设计相匹配的核心变量，并通过清理遗漏

值、无效观测及重复记录，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共计 2702个。

其二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研究将 2018年与 2020年省

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作为衡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

代理变量之一，并依据对应年份的行政区划国标代码，将其与

CFPS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在具体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数数据

已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对原始指数值统一除以 100，以便于后

续的实证建模与结果阐释。

表 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

型

变量名

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受教育

质量

是否示范/重点学

校？

是=1，否=0

0.0148 0.1208

解释变

量

普惠总

指数/100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
3.1332 0.3362

互联网

应用

使用互联网工作的

频率（次）
4.6684 2.7031

个人特

征变量

年龄 46.0548 16.6006

子女性

别
男=1，女=0 0.5144 0.4999

子女健

康状况

孩子的身体健康状

况：

非常不健康=1，不

健康=2，比较不健

康=3，一般=4，健

康=5，

2.8138 1.8591

父母以

及家庭

特征变

量

父子/女

关系
与父亲关系如何 2.2069 2.4784

母子/女

关系
与母亲关系如何 2.6673 2.5057

家庭规

模
家庭成员人数 4.4831 1.9412

4 实证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探究数字技术是否能够显著提升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

质量，本文分别利用失地农民子女教育质量对两个核心解释变

量——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互联网应用进行 Probit回归，回

归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 1的回归结果表明，普惠总指数对失

地农民子女的教育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2的回归结果表

明，互联网应用对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的影响依然是显著正向

的，所以可以初步认为数字技术对于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存在

着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失地农民子女

受教育水平
P1 P2 P3

普惠总指数/100
2.118***

（0.799）

2.162***

(0.827)

互联网应用
0.090***

（0.035）

0.092***

(0.036)

年龄
0.419***

（0.081）

0.336***

(0.080)

0.377***

(0.085)

性别
-0.075

（0.278）

-0.150

(0.275)

-0.117

(0.290)

与父亲关系
-0.048

（0.092）

-0.057

(0.107)

-0.061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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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关系
-0.086

（0.165）

-0.070

(0.169)

-0.096

(0.180)

健康状况
-0.068

（0.155）

-0.026

(0.156)

-0.008

(0.162)

家庭规模
0.182*

（0.118）

0.103

(0.113)

0.217*

(3.420)

4.2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三种途径来考察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第

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将“是否示范/重点学校”数据替换为问卷

中“是否在重点班”相应数据。失地农民子女是否在重点班也能

体现出其受教育的水平与质量，因为学校也会在资源方面向重

点班倾斜，用“重点班”数据替换“示范/重点学校”作为被解释

变量较为合理。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核心解释变量之

一的“普惠总指数/100”数据替换为各省的电力消费量。一个

地区电力消费量越多，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数字技术发

展程度，二者从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该替换较为合理。第三，

增加控制变量。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父母的陪伴也不可或缺，

将父母与子女见面的频率一起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回归模型

中。表 3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上述三种

操作下，各个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正负方向和显著性情

况均未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本文模型稳健性较强。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换被解释

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

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电力消费

量

0.0001*

（0.00009）

0.0001*

（0.00009）

互联网应

用

0.081**

（0.036）

0.0873**

（0.0364）

0.0867**

（0.0364）

普惠总指

数/100

1.227*

（0.72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4.3数字技术对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的机制检验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可知，数字技术对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

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揭示其内在影响路

径，本研究将针对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展开探讨。结

合现实背景与既有文献，本文提出灵活就业可能是其中重要的

传导渠道。为此，研究选用 CFPS问卷中关于“工作地点”的

信息作为中介变量的测度依据，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

验。

具体的机制检验遵循如下三步程序：第一步，延续基准回

归设定，以失地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及互联网应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数字技术

对教育结果的总效应（模型M1）。第二步，将中介变量——

灵活就业设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保持不变，考察数字

技术对该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M2）。第三步，在解释变量

中同时纳入数字技术变量与中介变量，再次对子女受教育水平

进行回归，以识别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模型M3）。表 4汇

报了数字技术以及灵活就业中介变量对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

水平的回归结果。

表 4 灵活就业中介效应

变量
教育水平 灵活就业 教育水平

M1 M2 M3

普惠总指

数/100

2.1620***

（0.8273）

0.6070***

（0.1441）

2.4483***

（0.8702）

互联网应

用

0.0922***

（0.0365）

0.0232***

（0.0066）

0.0466

（0.0400）

灵活就业
0.0100*

（0.0546）

个人特征

变量
是 是 是

父母及家

庭特征变

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54 1654 1654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8 以及 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微观数据匹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研究了数字技术改

善失地农民子女教育情况过程中受教育阶段的异质性以及灵

活就业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技术能够显著

改善失地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情况。第二，数字技术对失地农民

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存在受教育阶段异质性。第三，数字技

术能够通过灵活就业的作用机制来为失地农民子女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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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奠定基础。

数字技术带来社会范围的分工调整和新生产关系构建，要

想改善失地农民以及其子女的生活状况，就需要与时俱进的政

策制度与之适配。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数字技术时代涌现出更多地就业机

会，但是失地农民要想获得这些岗位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

活也需要对应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并不是所有失地

农民都能够迅速适应新的岗位以及掌握新的技能，政府相关部

门应根据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求职意向等特征，有针对性地

开展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农”转“工”。拓

展多元合作，引入企业、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参与培训，并

出台配套政策，提高失地农民的整体素质，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从而也更有利于其下一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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